
1

湖南省星级休闲农庄空间表征及影响因素
*1

夏赞才 唐月亮 殷章馨 刘婷 陈祖龙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星级休闲农庄作为农业旅游重要衍生项目，有力支撑着农业观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湖南省

1 008 家星级农庄的识别和定位，运用数理统计法和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对其空间表征进行系统分析，以探究影

响星级休闲农庄分布格局的具体因素。研究表明：①湖南省星级农庄空间分布上主要集聚于地级市、州府的城郊地

带，呈现城镇居民依托型特征，且集聚强度自东向西逐渐减弱；星级农庄在时序上的集聚特征具有相似性。②长沙、

衡阳、郴州、岳阳和娄底等湘东及湘中地区呈现高度集聚特征，而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和永州等市域

的核密度较低，整体呈“东高西低”的态势。③各地级市、州星级农庄数量、增量和区域分布均存在较大内在差异

性。④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

和高速公路密度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星级农庄空间格局呈明显交通趋向性，社会经济条件对星级农庄空间分布

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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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日益提升，城镇居民对回归自然、找寻“乡村性”旅游的需求渐趋强烈，这一现象有效地

驱动了乡村经济的稳健提振
［1］

。休闲农业旅游作为城镇居民休闲度假活动的重要环节，在统筹城乡协同发展以及缓解“三农”

问题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广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与青睐。近年来，为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快速、高效发展，

各级政府相继颁发若干文件，其中，湖南省于 2012 年颁布了两项标准，明晰了星级农庄建设规范及其评定规则，有助于优化全

省星级农庄管理，保障乡村旅游经济健康发展，进而助推湖南旅游产业的系统协调发展。

休闲农庄作为农业旅游活动的重要载体，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方面均受到诸多关注。国外学者涉及休闲农业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农场旅游（Farm Tourism），其后对农业旅游（Agricultural Tour⁃ ism）和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也进行了纵深

探讨。因囿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感知差异化等主客观因素，学界对乡村旅游和农业旅游概念的技术性界定尚未

达成共识
［2］

。综合而言，休闲农庄以满足旅游者休闲观光、娱乐体验、主题教育等需求为前提，依托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

景观，实现以传承文化为目的的新型休闲农业企业。当前，我国农业旅游仍处于从“农家乐”为主的初级阶段向休闲农庄过渡

阶段
［3］

，承载着完善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加快“振兴乡村”战略的时代使命。

通过对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旅游相关成果的全面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早期主要以概念内涵
［4-5］

、发展战略与模式
［6-7］

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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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范畴为主要突破点。随着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产业实践的迈进，对该领域的研究逐步转为量化分析，从而在研究内容和

研究视角上得以拓展。在研究内容上：①主观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满意度
［8］

、旅游动机
［9］

、旅游需求
［10］

等方面，分析乡村旅

游者对农业旅游的影响。②客观影响因素。从政治因素、社会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等角度，探讨各要素对农业

旅游空间布局的影响
［11-13］

。如卢凤萍以南京市休闲农业为例，从居民生活水平、旅游发展水平、农业水平和产业结构 4方面，

对休闲农业分布影响展开分析
［14］

；吴清等从经济水平、农业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设施、旅游发展、资源禀赋等六方面，对休

闲农业空间布局的影响进入深入探讨
［15］

；张奕驰等归纳并探析了南京市郊休闲农业空间表征，以及空间布局影响因素
［16］

。在

研究视角上：基于宏观、中观尺度，以农家乐
［17］

、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示范点（区）
［18］

等为立足点，探讨农业旅游空间结构
［19-20］

、

农业旅游空间演化特征
［21］

、农业旅游地可达性
［22］

；从微观尺度探讨农业旅游对农村社会公共体系建设、农民收入、农民就业

等影响因素
［23-24］

。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着重以地理学视角对农业旅游现状及发展规律展开探入剖析，研究对象多以休闲农业园区、农家乐

以及乡村旅游点等为主，而有关城镇居民农业旅游地的星级农庄案例研究较少。湖南省乡村旅游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其面

临区域分布不合理、供给不平衡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星级休闲农庄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法和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对其空间表征进行系统阐释，以期探究出影响星级休闲农庄分布格局的具体因素，从而为统筹星级休闲农庄的

系统优化管理，确保湖南省乡村旅游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和决策指南。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自 2006 年以来，湖南省休闲农业协会每两年评选一次星级农庄，共计先后评选出 1 160 家星级农庄。经多次甄别和复审，

截至 2016 年 12 月，最终保留 1 022 家星级农庄头衔。因此，本文选取 2006、2008、2010、2012、2014 和 2016 年 6 个时间断

面的湖南省星级农庄数据。湖南省星级农庄数据信息详见表 1。统计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各地级市、州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和湖南省旅游局官方网站所公示的数据。湖南省休闲农业协会、湖南省各地级市州农业委员会等相关部门提供星

级农庄名单和位置信息。湖南省星级农庄的地理坐标通过百度坐标拾取器获取。

表 1 湖南省 2006—2016 年星级农庄数据说明

评定年份 数量（家） 数据说明 其他

2006 94 缺失 1家 3星级农庄数据

2009 年复审取消 15 家星级

农庄头衔，2011 年 26家，

2013 年 9 家，2015 年 29家

2008 105 无缺失数据，9家星级农庄升级

2010 127 缺失 2家 3星级农庄数据，8家星级农庄升级

2012 205 缺失 5家 3星级农庄数据，7家星级农庄升级

2014 268
缺失 4 家 4 星级农庄数据和 1 家 3 星级农庄数据，16家星级农

庄升级

2016 361 缺失 1家 4星级农庄数据，19 家星级农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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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最邻近指数法

最邻近指数又称为最邻近距离，是实测平均距离与理论上最邻近点对应的平均距离的比值
［25-27］

，可判定研究对象在空间分

布上邻近程度。本文使用 ArcGIS 中空间统计工具，测算出最邻近点对应的欧氏距离以求得平均距离，实测的平均距离则是实际

最邻近距离。理论最邻近距离测算公式为：

式中：A 代表研究区域面积；n 代表研究对象的数量。

最邻近指数公式为：

式中： 为实际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 是理论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当 R=1 时，研究对象在空间为随机型分布；

当 R＞1时，则研究对象为均匀型；R＜1时，表明研究对象呈集聚分布。其中，考察结果的可信度已通过 Z 值检验。

1.2.2 基尼系数

在地理学相关研究中常采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研究对象均衡程度的研判方法，其公式为：

式中：Pi 是指在第 i 个区域内研究对象的数量占总量的比重；N 则是研究区域的数量。

式中：C 为研究对象分布的均匀度。

Gini 值是在 0～1 之间，Gini 的取值与均匀度成反比，Gini 值越大，说明均匀度越低，集中程度较高。当 0<G<0.2 时，

表明星级农庄分布呈现绝对平均；当 0.2≤G<0.3 时，表明星级农庄分布呈现比较平均；当 0.3≤G<0.4 时，表明星级农庄分布

呈现相对合理；当 0.4≤G<0.5 时，表明星级农庄分布属于差距较大；当 0.5≤G<1 时，表明星级农庄分布属于差距悬殊。



4

1.2.3 Ripley’s K 函数

由于点状要素易受空间测度尺度的影响，通常利用 Ripley’s K 函数来分析任意尺度下研究对象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而降

低测算误差
［28］

。计算公式为：

式中：A 代表研究区域面积；n 代表研究对象数量；距离尺度为 d；Wij (d )是研究对象 i 与 j 之间距离。

2 研究结果

2.1 星级农庄分布特征

2.1.1 地级市、州星级农庄空间分布特征

湖南省星级农庄整体呈现典型的非均衡分布特征（图 1）。星级农庄主要分布在岳阳、长沙、衡阳、娄底和郴州等湘东以及

湘中地区，其数量分别为 84、145、112、88 和 182 家；湘西地区星级农庄数量稀少，湘西自治州与张家界分别仅有 14 和 3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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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星级农庄集中程度

由表 2可知，湖南省各年星级农庄基尼系数值最低为 0.91（G＞0.5），反映出湖南省星级农庄分布均衡性差异偏大，且集

中程度较高。不同年份星级农庄在整体上存在一定分异，但基尼系数都大于 0.8，分布均匀度都小于 0.2，说明集中程度都很高，

而 2008 和 2012 年星级农庄分布不均衡性更为明显，基尼系数等于 0.95，呈现高度集中特征。

表 2 湖南省星级农庄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分布均匀度

2006 0.91 0.09

2008 0.95 0.05

2010 0.94 0.06

2012 0.95 0.05

2014 0.93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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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93 0.07

2.1.3 星级农庄核密度分析

如图 2所示，星级农庄核密度热点区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高发达的东部区域，且逐年增强，如岳阳、长沙、衡

阳、娄底与郴州；核密度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水平及交通发展程度相对较弱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如张家界、湘西州、

怀化、邵阳和永州等地区。对不同时间截面的星级农庄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出，各星级农庄核密度热点与冷点空间分布较为相似，

其中主要以各地级市、州府的城郊地带为集聚中心，并逐渐向外围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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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星级农庄分布模式

由表 3 可知，湖南省星级农庄最邻近指数在 0.39～0.77 之间，Z 检验值保持在-37.29～-5.13 之间，均表现出显著性，表

明星级农庄整体呈现明显集聚分布态势。2006—2008 年湖南省星级农庄最邻近指数最高，其后其他时段星级农庄的最邻近指数

逐年降低”，星级农庄集聚特征日趋明显，折射出湖南省乡村旅游经济呈现利好发展趋势。

表 3 最邻近距离分析结果

年份
星级农庄

数量（家）
最邻近指数 空间分布模式 Z 值 P 值

2006 93 0.72 集聚分布 -5.13 0

2006—2008 189 0.77 集聚分布 -6.14 0

2006—2010 291 0.73 集聚分布 -8.93 0

2006—2012 458 0.66 集聚分布 -13.93 0

2006—2014 696 0.41 集聚分布 -29.56 0

2006—2016 1 008 0.39 集聚分布 -37.29 0

2.2 各星级农庄多尺度特征

运用 Ripley’s K 函数测算不同时间断面，以判别星级农庄在不同尺度范围内聚类程度。当 K 观测值＞K 预期值，表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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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农庄聚类程度较高；当 K观测值＞HiConfEnv 值时，说明星级农庄在该距离的空间聚类具有统计显著性；当 K 观测值＜LwCon

⁃ fEnv 值时，表明星级农庄在该距离尺度下空间离散具有统计显著性。2006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0.45527 时，观测 K 值

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研究对象聚类程度最高；2006—2008 年星级农庄预期 K值等于 0.49888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

差距最大，星级农庄聚类程度最高；2006—2010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0.49411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星

级农庄聚类程度最高；2006—2012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0.61348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星级农庄聚类程

度最高；2006—2014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2.58033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星级农庄聚类程度最高；2006

—2016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2.58561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星级农庄聚类程度最高。

3 星级农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通过系统文献梳理发现，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受社会经济条件、区位交通条件、政府行为等因素综合影响
［12，29］

。

鉴于休闲农庄作为休闲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政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交通因素方面展开，运用空间分

析法和相关性分析，多视角研判影响湖南省星级农庄空间分布的具体因素。

3.1 政策因素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是统筹城乡协同发展、缓解“三农”问题，推动乡村旅游振兴的重要抓手。2009 年，国务院在《关于加

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文件中着重指出，需要有效规范和推进农家乐、休闲农庄发展。农业部印发《全国休闲农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通知，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农业观光、农业生产、休闲度假等多位一体的休闲农业产业群。此外，2012 年，湖南省发

布《关于加快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倡导大力加强对休闲农业庄园、农家乐的规划布局，从税费、用地、财政投入等诸多方

面支持休闲农业发展。湖南省各地级市州也出台相关政策，如 2012 年《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和引导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

在实行奖励政策等政策制度推动下，郴州市星级农庄数量高速增长。湖南省凭借良好的乡村旅游资源和特色地域文化，吸引着

国内游客争相造访，而休闲农业发展方针政策作为星级农庄发展的催化剂和风向标，促进了休闲农庄的高效孵化和快速迭代，

成为星级农庄保质增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3.2 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条件深刻影响地域景观的融合的发展及其空间布局形态
［30］

。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探析社会经济发

展程度等因素与星级农庄分布的内在关联。基于湖南省区域特点和星级农庄现状，从居民生活水平、农业发展水平、旅游发展

水平和区位交通状况四个方面共 6个指标，采用相关性分析以探析社会经济因素对星级农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郴州市地方扶

持力度过大，星级农庄人为性井喷式增长，影响整体样本数据的稳定性，故不予以考虑。结果见表 4。

表 4 2016 年湖南省星级农庄数量与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指标
Pearsoon

Correlation
Sig.(2-tailed)

居民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619 0.024

人均 GDP（万元） 0.662 0.014

农业发展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68 0.011

旅游发展水平 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0.75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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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总收入（亿元） 0.699 0.008

区位交通状况 高速公路密度(%) 0.566 0.044

“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

游总收入”和“高速公路密度”分别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相关系数分别为 0.619、0.662、0.680、0.750、0.699、

0.566。因而可知，“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

总人数”、“旅游总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经济因素对星级农庄的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可见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是星级农庄发展的厚实基础和内在支撑。

城镇居民作为休闲农庄的主要客源，城镇居民人口基数越大，人均 GDP 越高，越有利于休闲农庄的稳步发展。相对而言，

各地级市、州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因而对各地级市、州人民政府所在地作为圆点进行缓冲分析，半径设定为 30 km，

分析星级农庄空间分布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图 3）。缓冲区内星级农庄 456 家，占总数的 55.16%，表明星级休

闲农庄明显向城市集聚，这也验证了黄泰等学者的研究结果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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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区位交通因素

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以“快出行，慢旅游”为目标，实现双方互赢的目的。而“快出行”主要通过改善交通状况，降低

旅游者的到访时间。由于休闲旅游主要以短途自驾旅游为主，国道和省道对城镇居民影响更大。因此，本文仅探讨湖南省内国

道和省道与星级农庄间关系，对湖南省内国道和省道进行 10 km 缓冲区分析，国道和省道缓冲区范围内星级农庄共计 916 家，

占总量 90.9%。说明交通便利性对星级农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较为显著，可见交通网络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带动作用明显，促

进区域联动性明显增强，为星级农庄的集群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综合应用数理统计法和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对湖南省 2006—2016 年星级农庄空间表征进行系统分析，以探究出星

级农庄分布格局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①2006—2016 年，湖南省星级农庄的最邻近指数为 0.39～0.77，都小于 1。在空间分布上主要集聚于地级市、州府的城郊

地带，呈现出城镇居民依托型特征，且集聚强度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态势，集聚特征具有相似性。星级农庄作为旅游产业要素

的重要构成，区域分布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客观存在。因此科学建构长株潭星级农庄旅游圈、环洞庭湖星级农庄旅游圈、

大湘南星级农庄旅游圈和大湘西星级农庄旅游圈大势所趋。加强旅游圈内各市域休闲农业的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同时综合考

量各区域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交通系统和市场需求等特征，明确不同旅游圈的特色主题和发展定位，在缩小市域差异的基础

上实现地方星级农庄的差序化发展。

②湖南东部及中部地区呈现高度集聚特征，而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和永州等市域的核密度较低，整体呈“东

高西低”的态势。星级农庄数量、增速和区域分布在不同时间截面上存在较大差异性。大湘西地区作为湖南省全域星级农庄发

展的短板，在后续发展中应重点关注和帮扶，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色，依托“田园综合体”创建工程，加快具

有地域特点的休闲农庄开发，有效衔接国家旅游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以统筹湖南省星级农庄的协调有序发展。

③2006—2016 年，湖南省星级农庄基尼系数最低为 0.91，均大于 0.5，整体呈现典型的非均衡分布特征。2006 年星级农庄

数量相对较少，因而均衡性相对较好。2008、2012 年星级农庄集中程度程度较高。星级休闲农庄既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又深

受客流涌入的影响。2008、2012 年湖南省旅游经济整体稳健发展，巨大市场潜力在乡村旅游热潮中得以激发，为助推区域星级

农庄发展。其中，长沙和张家界占据星级农庄建设和创收的主体，并加剧了对周边地区的效能辐射和势能带动。

④相关性分析结果在 0.05 显著水平下，“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和“高速公路密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19、0.662、0.68、0.75、0.699、

0.566，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各地级市、州缓冲区内星级农庄数量占总数量的 55.16%，揭示出社会经济条件对星级农庄空间

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国道和省道缓冲区内星级农庄数量占总数量的 90.9%，反映出星级农庄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交通趋向性特征。

综合考虑各地级市州星级农庄的主客观状况，提出“两点、四带、四圈”的湖南省星级农庄发展格局，即以长沙和张家界为中

心点，通过构建京港澳高速、二广高速、长张花高速和沪昆高速 4 条星级农庄旅游带促进湖南省区域内休闲旅游流动、均衡湖

南省星级农庄发展布局、打通湖南省周边地区休闲旅游通道，提升乡村旅游的综合接待能力，以满足国民休闲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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